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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游学归来的陈寅恪入职清华国学研究院，

位列四大导师之一。他潜心治学、淡泊俗世，屡次婉拒

提亲，只求一位风骨相通、灵魂契合的知己，而属于他的

良缘，正悄然藏于一幅晚清诗幅之中。

一次闲谈中，清华副教授郝更生提出见过一幅署名

“南注生”的墨宝，请陈寅恪辨识出处。凭借深厚文史积

淀，陈寅恪当即认出“南注生”是晚清爱国名将、台湾巡

抚唐景崧的别号，断定藏画者必为其后人。得知这幅诗

幅的持有者，是执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唐筼。

陈寅恪素来敬佩唐景崧的家国气节，这份相同的忠义风

骨，让他对这位名门后人满怀好感。

经郝更生引荐，陈寅恪造访唐筼居所，一场以诗书

为媒的良缘就此开启。唐筼是唐景崧孙女，自幼饱读诗

书、才情清雅、学识出众，对文史诗文颇有见地。而陈寅

恪博古通今、潜心治学，也令唐筼心生敬佩。二人初见

便摒弃世俗浮华、不谈功利，只论诗书文史、家国大义，

言谈契合、心意相通，实现了深刻的灵魂共鸣。

这幅旧诗幅，是二人结缘的纽带。久寻知己的陈寅

恪，终于遇见懂他学识、敬他风骨、知他初心的良配；修

身自持的唐筼，也觅得了志趣、三观全然契合的伴侣。

1928年8月，二人在上海结为连理。婚后，唐筼更

成为陈寅恪治学路上最坚实的后盾。陈寅恪晚年双目

失明，治学陷入绝境，唐筼便化身他的“双眼”，为他诵读

典籍、记录口述文稿、核对史料，甚至自学古文与史料考

证之学，倾力辅佐其学术研究。

陈寅恪晚年的《论再生缘》与80万字巨著《柳如是

别传》，处处凝结着唐筼的心血。这场始于诗幅的相遇，

早已超越寻常儿女情长，以丹心忠义为底色，以诗书文

脉为传承，将个人情感与家国情怀相融，成就了一段温

婉赤诚的爱情佳话。 张希 据《人民政协报》

陈寅恪与唐筼的诗幅之缘

传达中央战略意图的重要“喉舌”

《红星》报始终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抓实思想政

治工作作为首要任务，让全军第一时间明晰作战方向，

成为党中央、中革军委战略意图直接而有力的传达者。

长征初期，受“左”倾错误影响，战略转移缺乏充分

的政治动员，不少指战员对行军方向心存困惑。1934

年10月20日，长征开始后《红星》报第1期便刊发文章

《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阐明了

红军战略转移的必要性，号召“消灭南面敌人的乌龟

壳，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随着战局演变，党中央不断

调整作战方向与建立根据地的设想，《红星》报始终紧

跟党中央决策，清晰记录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落脚点的

数次重大变化。1934年 12月 31日晚至次日凌晨召开

的猴场会议，确立了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

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行动方针。1935年1

月15日，《红星》报随即刊发社论，指出“建立川黔新苏

区根据地是最近政治工作的中心”。遵义会议后，面对

敌军重兵合围，党中央决定在川黔滇边机动作战。

1935年2月10日第9期社论传达了建立云贵川边新苏

区的指令，1935年 3月 4日第11期社论又传达了建立

黔北新苏区的决定。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后，1935年

5月22日第17期社论发布了抢渡大渡河、开辟川西北

苏区的战略安排。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确定主力红

军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1935年 7月 10日第25期

发表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

苏区！》，全面解读北上作战优势与行动要求，还指出了

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有利条件。

《红星》报是最早公开发布、传播遵义会议精神的

权威报刊。1935年 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

革命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2月10日，张闻天在云南

省扎西（今威信）县召开的军委纵队营、科长以上干部

会议上，传达了会议决议。2月19日《红星》报第10期

刊发《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决议案》，指出会议“一致拥

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

要原因是在军事指挥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而

“这一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者华夫（李德）同志与□□

（指博古，因当时规定团以上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的

名字，故此处未点名）同志”。随后，3月4日第11期社

论《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指出，红军

连夺桐梓、遵义二城和娄山关天险，取得了“我中央红

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而这一胜利是“采取了

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社论的刊发让全军深

刻领会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坚定了跟随党中央、继续

奋勇作战的必胜信念。

提振士气与凝聚军心的纽带

大量一线官兵亲笔撰写的战地通讯登上报端，质

朴文字留存了多场决定性战役，动人的英雄事迹成为

提振全军士气的强大精神力量。

1935年 1月1日，红军强渡乌江，打响长征首场大

胜。1月15日出版的《红星》报刊发通讯《伟大的开始

——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还原了红军“不怕一

切险阻强渡过河”的渡江场景，同时也指出此次胜利得

益于战斗动员充分、干部能以身作则以及火力能和运

动配合等。同版《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一文公

示了毛正（振）华等22名立功英雄的名单。这些极简

的文字报道与英雄姓名如乌江的水一样永远地流传于

后世。

1935年 5月，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

天险封锁，摆脱生死绝境。1935 年 5 月 30 日第 18 期

《红星》报整版刊发《我们已经胜利的渡过了大渡河

——四个先头团的英勇战绩》。通讯分四个部分详细

还原四个先头团的英勇战斗全过程：具有“铁一般的意

志，火一般的热情，猛虎一般的勇猛”的“牲”团（红 1

团）17个勇士强渡天险；“冲”团（红5团）以“一天走一

百六十里追击敌人”的行军速度牵制敌人；“勇”团（红

4团）“用了坚决迅速的行动”，与“胜”团（红3团）配合

作战，“对着敌人就猛打猛冲”，最终夺取泸定桥。报道

以白描手法还原惊险战局，彰显了红军统一指挥、密切

配合、联合作战的优良作风，生动诠释了红军不怕牺

牲、向死而生的英雄气概。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

会师。《红星》报连续推出专题宣传，全力营造两军互助

团结的浓厚舆论氛围。6月11日第20期《红星》报刊发

《同四方面军会合去！》，文章指出“争取两大红军主力

迅速会合，成为野战军当前的中心战斗任务”。6月15

日第 21 期《红星》报发表重磅社论《伟大的会合》，称

“这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

今后发展的事件”。报纸上还刊发了《两大主力会合

歌》，并特意为生僻字标注读音、划分节拍，方便全体战

士传唱，成为两军同心的精神象征。

为促进两军融合、凝聚团结合力，报纸开辟专栏号

召两大方面军相互学习，要“学习红四方面军以少胜多

顽强作战的精神”，也要“发扬红一方面军机动灵活猛

打猛追的特长”，刊载《兄弟的友爱，阶级的团结》等通

讯，报道两军相互开展慰问活动的情况，并持续报道联

欢晚会、文艺汇演等场景。正如报纸所载，“这是阶级

友爱的热情，这是阶级团结的精神，这是我们的力量”。

服务红军与发动群众的号角

《红星》报以通俗易懂的实用宣传为官兵排忧解难，

又以严明的纪律宣导与平等的民族政策发动群众、争取

民心，真正发挥了“宣传队”与“播种机”的历史作用。

《红星》报紧盯行军中的现实难题，切实解决战士衣

食、健康等各类急难问题。长征初期，不少战士赤脚长

途跋涉，伤病多发。1934年11月14日第4期《红星》报

刊发《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明确保障穿鞋是巩固部队

战斗力的基础，提出有计划地采购、使用旧衣物打鞋以

及发动战友们互助编织草鞋等三条可行办法，“做到没

有一人打赤脚的”。为应对行军疲劳，第7期报纸提出

可以从保证粮食供给、在行军中严格执行休息规定以及

尽量不露营等几方面着手。针对常见的伤风咳嗽、感

冒、疟疾等疾病，报纸也提出“不吃冷水”、多食蔬菜、注

意保暖等防治措施。另外，报纸还普及防空避险、爱护

武器等实用知识，引导指战员科学应对恶劣环境。

《红星》报将动员、团结群众作为核心宣传任务。

1934年11月第3期刊发《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

社论，要求红军要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宣传鼓动工作，

“必须以最通俗的言语，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来启

发他们的斗争”，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工作，“只有红军的

高度觉悟与阶级纪律的模范，才会造成红军在群众中

的威信与敬爱”。同月7日，报纸还推出红星号外，出

台诸如不私分土豪财物、损坏群众物件必赔偿、上门板

捆禾草等七条纪律，提出“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

队”。

此外，报纸还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少数民

族群众的信任与支持。1934年12月第6期《红星》报刊

发了1934年 11月 29日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瑶苗民

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提出反对压迫、民族平等、不干

涉内部事务等一系列基本主张，并要求各级政治部要

根据“各地不同的环境与不同的情况，加以具体化、通

俗化”。这也成为红军经过民族地区进行民族工作的

总指导方针。1935年4月，红军长征即将进入彝区，要

强渡大渡河就必须争取彝民的支持。因此，1935年 4

月 10日第 14期《红星》报刊发了《注意争取彝民的工

作》，要求各部队要特别注意，一是不打彝族的土豪；二

是写标语、口头宣传等，向彝民群众说明红军的主张，

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红星》报的这些报道，在准确

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长征进

行支援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

作为独一无二的长征一手原始史料，《红星》报见

证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转折与浴血征程。它用一字

一句镌刻革命信仰，用一文一版见证苦难辉煌。它不

仅是传达党中央与中革军委战略部署的“喉舌”，更以

其独特的办报实践，在党史与报史上书写了一段关于

信仰与坚守的光辉篇章。这份战火中淬炼的办报初心

与奋斗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据《学习时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告别瑞金，踏上战略转

移的漫漫征途。在险山恶水与敌军围堵的绝境中，

苏区报刊相继停刊，唯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

报《红星》报，如一颗不灭的星辰，随军跋涉万里，成

为长征途中唯一坚持出版的中央级报纸。《红星》报

1931 年 12 月 11 日创刊于江西瑞金。长征伊始，

《红星》报编辑部被编在中央红军第二野战纵队，在

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开启了流动办报、手动油印出报

的征程。长征开始后，邓小平、陆定一先后主持《红

星》报，1935年8月报纸被迫停刊。在居无定所、四

面受敌的艰苦环境里，《红星》报紧密结合行军作战

实际，开设了“社论”“捷报”“号召”“铁锤”“卫生常

识”等栏目，及时传达中央指示、报道战斗消息、普及

行军常识，在统一红军思想、鼓舞部队士气、团结群

众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杜敏

《《红星红星》》报报：：照亮万里长征的思想火炬照亮万里长征的思想火炬


